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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媒 的 责 任

徐友龙

　　在刚刚过去的四五月份，经媒体的追踪报道，全社

会的关注点很遗憾地经历了系列校园凶杀案和富士康的

员工连跳事件。竟然会有人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学校和幼

儿园，采取残暴的、灭绝人性的、轻易剥夺孩子们生命

的行为，而竟然还有 “模仿者”的出现。而同一时期，

特别是５月份，富士康公司的员工跳楼事件已接连上演

了５起，也是今年以来的第１１起。

当校园凶杀案正成为社会 “热点”之时，作为媒体

从业者，我曾被人问起过：“这么热的新闻，你们没有记

者去案发地采访，好好跟踪？”对此，我感到愤怒：“这

些杀人者丧心病狂，难道媒体还要一哄而上，作为他们

的渲染工具？”我的质问让提问者难堪。但是，我们不得

不警醒，在转型社会，传媒切记要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

任！关于我们通常说的 “转型社会”，还有一种说法，叫

做 “风险社会”。早在１９８６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尔就提

出 “风险社会”的预警。风险社会的到来显然给媒体带

来了新的生态环境。伴随着风险社会的一些新特征，大

众传媒也需要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做出新的审

视和定位。因为一不小心，传媒就会出现角色的异化和

责任的缺失等问题。

对于企图以极端暴力手段报复社会的犯罪行径，公

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给出的药方无疑是正确的：“打防

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即首先要坚持严打方针，

以法律的手段进行惩治，彰扬法制，震慑犯罪。同时，

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各个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社会

各方面力量一起动员来实行综合治理，才是治本之策。

而所谓的社会各方面力量，无疑要包括强大的社会公器

———传媒的力量。但是，在过去两个月里，我们遗憾地

看到，很多传媒没有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甚至，因为个

别传媒的非理性的细节报道，几乎成了几起校园凶杀案

“犯罪传染”的工具！

江苏省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命案后，网上

马上有传言称这是 “贵族幼儿园”。似乎在传导这样的

思维：如果真是贵族幼儿园，大众就应该对杀人者减少

些愤恨。如果说网络是非理性的，那么我们的传统媒

体呢？

福建南平发生第一起持刀杀害无辜小学生的事件后，

各类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长篇累牍地、深入地探究行凶者

要报复社会的杀孩子动机，更有媒体报道了当地学生由

学校组织的写给凶手的信：“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

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孩子

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源于身边小社会的错误思维，而

媒体原原本本地传播这样的新闻，不正是在社会上传导

一种畸形的 “仇官”心态吗？

回顾富士康公司的跳楼事件，自媒体竞相报道，使

其成为公共事件后，该公司员工的自杀几乎成了一种周

期性的再现：在５月６日—２５日，已连续出现了５起自

杀事件。心理学专家直呼：媒体过度渲染，描写细节，

对特定人会产生诱导，是危险的暗示。

这些年，当我们赞叹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积极作

用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很多媒体在公共事件的报道

中，往往为了迎合读者，而失去应有的理性选择和公正

的价值判断。这事实上是传媒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

最常见的是，媒体喜欢给新闻当事人贴标签，表现

出严重的 “仇官”或 “仇富”倾向。对违法违规的新闻

当事人，媒体习惯性思维下的第一个问题是：此人是不

是为官、为富，或者是 “管二代”和 “富二代”。似乎

符合这两项条件之一，便有了可热炒的新闻题材。于是

乎，在２００９年的杭州５·７交通肇事案中，犯罪嫌疑人

首先被媒体贴上 “富二代”标签，而受害者的标签是

“浙大学子”。可实际情况是，肇事者还是在校学生，而

受害人已毕业两年。理性地分析，肇事者虽极为可恶，

可本应公正的媒体，为何不客观地提供信息，而极力渲

染两人的身份不同，甚至出现了 “一个人渣撞死一个人

才”的惊人标题来？而警方在履行完调查后，当日放肇

事者回了家，第二天才将其批准逮捕，可居然有媒体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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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警方为何当日不控制肇事者。记者连基本的法律程序

意识都不懂。

新闻工作是一项职业，应有自己的职业道德，而遵

守职业道德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求具备新闻记者的基本

职业技能，并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评估报道行为对社会

的正负面影响。否则，我们的职业媒体就不称其为职业

媒体，充其量就是一个无组织的现在传播工具。职业媒

体不能理性代表民意，而只是一味地发泄民愤，绝不是

成熟社会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在以上这些个案之中，

大众传媒不仅没有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相反，他们的作

为使其在风险社会中有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

媒体一定要有同情心，但是同情弱者不能没有原则。

在引起全国高度关注的深圳机场清洁女工 “拾金案”

中，该女工捡到装有１４公斤黄金的小纸箱，然后经询问

机场大厅内的黄金首饰店，确认为真的黄金首饰后，仍

然将其按照 “惯例”带回了家，这一细节显示其明显有

主观故意性。可是我们的媒体，却不遗余力地传播女工

丈夫认为其 “不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而是一个 “勤

俭持家的农村妇女”，强调垃圾桶旁 “捡”到黄金首饰

是飞来横祸。甚至在警方撤案后，媒体还是不依不饶地

报道女工家庭如何清贫……殊不知，对于遗失或者 “被

遗失”物品的失主来讲，他们又何尝不是弱者。

导致媒体非理性的原因，大概不外乎这样两个：一

是我们的传媒和传媒从业者不专业，比如他们既不清楚

自身行业应负的教育、引导社会的基本功能，又不懂其

他社会领域的常识，如法律常识等等。但是我宁愿相信

第二，是因为我们的媒体 “太专业”了，以至于专业

偏了。

按照布尔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今天的中国传媒，

受 “经济场域”的制约越来越大，为了追求市场轰动效

应，为了崔永元所指责的 “万恶的收视率”和发行量，

从业者不惜让其职业道德畸变，也要跟进所谓的社会热

点，制造出轰动的媒体事件来。于是乎，媒体捧了 “芙

蓉姐姐”之后，就捧 “凤姐”，还要捎上一个 “凤姐

夫”；于是乎，出了一个 “犀利哥”，就再来 “雪碧哥”

和 “深邃哥”；而现在全国很多卫视在忙啥？答案是娱

乐至死，“相亲才会赢”。

而在当下，人们热议：中国人谁不知道张悟本那就

ＯＵＴ了。“养生明星”张悟本的走红程度堪比娱乐明星：

他的书上市６个月销量突破３００万册；他主讲电视节目

排名收视率前三甲；他的挂号门诊竟然排到了２０１２年，

挂号费高达２０００元；他提出的绿豆养生据说是近期绿豆

价格疯长的原因之一。一个彻头彻尾没有行医资质的骗

子，一夜之间成为 “神医”，他的 “发家”，最关键的是

其幕后的媒体在推波助澜。张悟本三上湖南卫视，又陆

续接受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节目，人民日

报出版社还为其出版专著，才使他摇身变成医界 “明

星”。难怪网友评论： “媒体单纯以提高收视率为目的，

就拿着百姓健康作为代价，最终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

的脚。”

无疑，这是中国传媒与市场经济接轨过程中产生的

传媒畸变。但是，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错，而是学习市场

经济的人出了错。因为即便是在传媒完全市场化的美国，

早在７０年前，出生在中国的美国杂志大王亨利卢斯，就

出资２０万美元，让一拨著述等身的文人学者———哲学、

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神学教授和诗

人———组成了一个跨界别学术班子。５年后，也就是在

二战硝烟散去时，这个名叫新闻自由委员会的班底拿出

了一份报告———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而在６０

年后的２００４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次翻译出版了这

本书。在这本书中，新闻工作者们呼吁：“？我们必须承

认，大众传播机构是一种教育工具，而且也许是最强大

的；它们必须在陈述和阐明本共同体为之奋斗的理想中，

承担起教育者那样的责任。”他们还提出，大众传播机构

“在增强和改变着公众的兴趣，有责任提升而不是降低公

众情趣。”

今天，当我们重温这两句话时，作为社会主义新闻

事业的从业者，我们能想到什么？我想到的是，在２００１

年，《新周刊》杂志为 “病的不轻的中国传媒”所开出

的药方：“在沾沾自喜于暴利行业之际，记得自己是传

媒，是客观而有趣地把世界清晰表达出来的具有公信力

的声音。”我想，这是当代中国媒体基本的社会责任。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观察与思考》杂

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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